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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还是律师协会均引起高度关

注，因为二者关系高度关系司法公正。笔者认为，律师与政

府的关系，也应同样引起甚至高于律师与法官关系的关注，

因为这一关系直接关系到律师的地位、作用、影响，甚至是

中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 关于律师的性质抑或地位、作用似

早有定论，即律师是公权力的抗衡者。律师制度的设立，决

定了律师不是也不应该是政府的附庸，正如律师也不是不应

该是大企业的附庸一样。律师沦为了权利的附庸，与其沦为

金钱的附庸是同样可悲同样可耻的事。 附庸的地位，使律师

丧失了最起码的独立人格。一个连人格都没有的人（行业）

，他（它）会有尊严吗？会被人瞧得起吗？会取得应有的社

会地位吗？会在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中承担其伟大的历史使命

吗？ 律师的独立人格地位，决定了它只能为弱者说话，保护

弱者利益，或取决于律师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弱者说话，能在

多大程度上保护弱者利益！这是“公权力抗衡者”的特征的

最具体的体现和行动！ 检察官在法庭上指控犯罪，法官在法

庭上审判被告，是一种行使公权的体现。在惩罚罪犯的同时

，本身也是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为检察官和法官为

受害人伸张了正义，使公平、正义通过他们行使公权的具体

行为得以实现。与检察官、法官正相反，律师恰是为法庭上

那个无依无靠的“弱者”即被告应运而生的！走出法庭，虽

为被告，和其它公民相比，被告也许并非弱者。但法庭之上



，失去人身自由又面对强大公权力的时候，被告的“弱者”

地位是显而易见和不言而喻的。为了公平、公正，司法体制

的设计者为被告设计了一项制度，这便是律师辩护。律师做

为专业法律工作者要以其专业法律知识为被告而不是为犯罪

做辩护！ 司法审判有一套科学的程序，也许公权力的运用者

不能很好的遵守，需要律师监督；公权力的运用者可能在行

使权力的时候违背法律规定，侵害被告人，需要律师制约；

由于立场、角度不同，公权力的使用者可能在认定事实、适

用法律上不能做到客观、完整和准确，这更需要律师的参与

和介入。从律师制度起源于辩护制度起源于刑事审判的事实

，充分说明律师是弱者的代言人，是弱者的保护伞！ 律师制

度发展到今天，早已从单纯的刑事辩护发展到了民事和行政

案件的代理；也早已从诉讼律师扩展到了非诉讼律师，律师

早已渗透了国家、公民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谓五花八门、

无孔不入。仅就律师与政府的关系而言，正如法庭之上被告

面对公权力需要律师的辩护，公民与政府亦即公权力与弱者

之间，同样需要律师的代理、代言。公权力的抗衡者亦即弱

者的代言人的角色，让律师逐渐从法庭之上走向法庭之外。

换言之，律师从法庭上的弱者即被告辩护人的角色，早已扩

大、浸透甚至逐渐演变为弱者辩护者代言人的角色。如果律

师依附权势，依附金钱，就违背了设立律师制度的初衷，是

对律师制度釜底抽薪式的背叛和毁灭！对此应有高度的警觉

！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和典型，律师具有较

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在美国律师被喻为治国之材，美

国开国以来历史上的总统有相当一部分均有律师的工作经历

。即便是在这样的国度，律师成为大企业大资本家的附庸也



在所难免！所以，在2005年，美国律师协会开展了一项“律

师界理想主义复兴活动。”该活动的宗旨是提醒律师们：在

历史上，为律师职业确认的最崇高原则是为贫穷、弱势及地

位低下的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从而履行增进大众福祉的公正

服务！美国一位声名卓著的大法官露丝.拜德.金斯伯格女士谆

谆告诫律师：“只有当律师不是只知收费的工匠，或每天只

为工钱而工作，而是一位公共福祉的贡献者时，他才能获得

最大的快乐与满 足！” 与美国律师相比，中国律师天壤之别

。中国的律师事务所被定义为中介组织，律师便成了市场经

济中的中介人员。无论从律师属性的法律界定还是从律师发

展的现状看，律师没有社会、政治地位，中国律师目前仅限

于具体法律服务事项提供者的地位。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国

律师更容易接受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中国律师没有政治上的

出路，经济是其唯一的追求，依附于权力和金钱，将能获得

更大、更多的经济出路和执业安全，更容易在权力和金钱的

屋檐之下低头苟且偷安享受富足！所以，中国律师比任何时

候都需要激发、提示抑或唤醒其公权力抗衡者的角色意识。 

反过来说，不依附于政府（权力），是不是就意味着反对政

府，处处事事时时和政府做对？显然也不是这样，这显然从

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律师有独立的人格，“做

对论”显然是不健全的人格，这既不是中国律师的现状，更

不是中国律师的追求。在处理公民、法人与政府的矛盾和纠

纷的时候，律师既不能掩盖政府的缺陷、错误，也不能鼓惑

、煽动公民、法人闹事，激化和扩大矛盾，而是利用律师的

专业知识，将两者之间的矛盾、纠纷甚至对立引向法制的轨

道，理性地解决问题。《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



《国家赔偿法》的出台，为律师的这种合谐作用提供了最好

的诠释和证明。 饿死不讨饭，冤死不告状，这是中国人旧时

的普遍文化心态。而民告官不仅百姓存有心理障碍，更存在

制度障碍，在上述法律出台之前，根本不允许民告官。根本

不允许的民告官为什么允许了呢？这当然首先说明了我们国

家民主法制进程的进步，根本原因在于“堵”并不是唯一更

不是最好的办法，在善于“堵”的同时又善于“疏”，当然

比仅仅“堵”一个办法更有利和奏效。时代在发展，社会在

前进，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和法律觉悟日益提高的今天，中国

的民主法制进程不可能停步不前。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律师代理公民、法人的行政诉讼，顺乎民心，合乎民意，更

不违反政府的旨意！国家设立行政诉讼甚至国家赔偿制度的

目的，就是要把政府、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矛盾、

纠纷甚至对立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要依法行政，不能在象

以前一样胡乱行政！既然是依法行政，对的就要支持，错的

就要纠正，甚至要国家赔偿！那种把代理行政诉讼的律师指

责为和政府做对甚至煽动闹事的政府官员是多么的“左“和

多么的缺乏法制观念与多么的不合时宜？！时代都发展到了

什么时候了，某些政府官员还抱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如此陈旧

的观念不放？！况且，在行政诉讼中，政府、行政机关也在

大量聘用律师。公民、法人聘用律师“告官”是和政府做对

，在行政诉讼中政府聘用律师又该做何解释呢？！ 无论在法

庭之上为被告的辩护，还是在法庭之外为弱者的代言，律师

的独立人格要求律师不卑不亢。律师没必要也不应该和公权

力、金钱做对，更没必要更不应该依附权力和金钱，仰仗权

力和金钱分得一杯嗟来之食！只有这样律师才能赢得自己的



人格尊严，赢得应有的社会尊重，从而取得应有的社会、政

治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律师怎样才能做到不卑不亢

？笔者以为，在体制之内，在框架之下，大胆地说律师该说

的话，做律师该做的事！这个“体制”即指现行的政治体制

，即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

是律师这个“自由主义者”也应该讲的政治，而且是最大的

政治，是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这个“框架”就是法律框架

，身为法律工作者，律师当然也只能在法律框架下行事！当

一个以维护弱者权益为已任的律师群体在法庭内外畏手畏脚

不敢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还能指望谁能为弱者说一句

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